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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军事历史研究亟待创新 
 

 徐焰  
 

  我国军事历史学科的发展，需要注重科学理性和避免偏激情绪。军史宣传领域中力戒过度的

悲情意识和夸大成绩、掩饰弱点的片面描写，树立科学的思维观念。 
  逝者如斯，在以往峥嵘岁月里，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人民进行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和

保卫国家安全的军事斗争。我们在不忘昔日辉煌的同时，又应正视目前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和

军事领域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对着国际大气候刮来的阵阵萧瑟秋风，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创

新发展我国军事思想和军事历史研究将成为一项新的任务。面对打开国门 30 多年来看到的多彩
外部世界，社会许多中青年人早已不再喜欢那种陈陈相因、语言枯燥的说教式书籍。为了国家在

新世纪能保持健康发展，我们需要在史学研究以及相关的宣传出版业推出思想性、史实性、可读

性俱佳的作品，否则便不能抵制境内外敌对势力从历史到现实多方位心理歪曲宣传。这并非危言

耸听，而是关系到新一代人的灵魂塑造以及对未来事业的信仰和信心。在军事历史方面，我们需

要根据新一代人的需要提供新的研究成果，才能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把革命传统教育坚持下去。 
  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 
  研究历史离不开正确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说无疑是我们在目前和今后的工作中

需要继续奉行的基本指南。不过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却有着不同态度，以毛泽东当年

所痛斥的那种“本本主义”的态度僵化教条地搬用，其结果只能是误人误己。 
  回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军事学说的历史条件，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激烈阶级斗争

的环境。在西方列强压迫下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虽然在阶级斗争方面有相同之处，

但国情与西欧又有着迥然相异的差别。当年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生吞活剥马列的一些理论

教条，把一些只言片语照搬过来，谬种流传，几乎把中国革命战争引入绝境。毛泽东在延安整风

时，着重批判了这些教条主义者只“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

物的责任”，同时要求“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在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

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以集体智慧创造了一整套军事理论，党的七大的建军报告概括

其主要特点是革命性和民族性，恰恰说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同中国革命战

争实际的结合。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用这种活生生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并

研究了自己的战争史，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并迎来了中国革命战争和解放后保卫国家的军事斗争

的一系列胜利。 
  可惜的是，从 1950 年代末期起直至改革开放前，由于我国国内的政治生活走向了“左”的
极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解释也出现了照本宣科的新教条主义，军事思想和军事历史

研究也走入了僵化之途，长时间研究军史战史的思想指导只知硬套“红宝书”或百年前的革命导

师语录，导致社会上只充斥枯燥至极、令人望而生厌的历史宣传品。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局面，军事历史研究也在随后出

现了全新局面。不过近年来社会上功利主义盛行，出现了理论研究的滞后。一些人看到苏联的瓦

解和中国社会思想多元化的新形势，出现了思想茫然，认为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过时”，如同

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整风时所说的“言必称希腊”一样，“言必称西点”。近些年推出的许多军事历

史研究成果，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理论缺失，这又亟须我们重新构建指导史学研究的理论构架。 
  如今我们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内涵，可以分为三种不同含义。第一种是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军事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第二种是后人的发展，包括列宁主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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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学说、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军事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有关国防和

军队建设的论述；第三种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在中国的军事斗争实践中的检验。如果谈它的外

延，又可以分三个层次：核心层次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中间层次是其基本原理，外围层次是具体

结论和个别论断。把握好这不同的含义和层次，才能清除危害多年的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的影响，

端正思想路线。同样，掌握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认清其发展趋向，才能为研究中国的军事

思想和军事历史提供正确的思想指南。例如，当年革命导师的一些具体言论如“武装暴动”、“打

土豪”之类只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不一定永远适用。如唯物史观、军事辩证法及由此产生的

一些关于认为战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则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坚持唯物史观反对历史表述片面化和把人神化 
  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仍是我们研究军事历史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为此必须清

除过去为某些政治需要而把人神化的倾向，以及形而上学式的片面表述方式，才能使人们全面地

看待历史并得出正确的结论。 
  任何一个强调民族精神的国家都重视历史教育，青少年要从中树立政治信仰并以此维系自己

国家和民族身份的认同，为此我国历史教科书包括军事史教育的主旋律无疑应颂扬中华民族的优

良品质和创业奋斗精神。早在五四运动时期，鲁迅便引用日文的“国民性”一词来分析中国传统

中的优劣两面，可惜这种研究后来在“革命群众不容污蔑”的一味颂扬声中湮没。在我们的教科

书中只讲中华民族发展中长处，而忌讳提及短处。讲以往革命战争史经常只谈胜而忌败。这种做

法，其实正是“形而上学猖獗”的表现。为此，中国某些历史教科书也应做些修改，即改变过去

不太合乎实际的正面宣传，力戒鲁迅在《阿 Q正传》中所批评的“精神胜利法”这种传统的民族
性中的弊病。人们全面了解了真实的历史事实，才会知道近代中国民族解放的艰难，才能根据历

史的延续性全面地认识现在的社会。 
  片面引用历史例子并由此加以曲解，势必在现实中产生走极端的导向作用，这样的教训不胜

枚举。例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历史教科书中，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下层的造反行动往

往都一味歌颂，而不正视其封建愚昧性的一面。例如“文化大革命”中有些造反派甚至以曾围攻

过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义和团为榜样，以当代义和团和“革命的红灯照”自诩，在 1967 年还演出
了一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封建愚昧主义闹剧。以往革命与战争为主旋律的年代里，军事斗争和战

备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到了和平与发展的年代，有的领导人再搬用当年的思维方式，在 20 世纪
60年代和 70年代也出现了严重影响经济建设的失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至今已有 30 多年，近些年又出现了另一方面的
挑战，那就是过去僵化的正面作用经不起复杂的多元化社会中多种信息的冲击，有些人受西方价

值观的影响，对过去所受的理论教育都产生怀疑，一些青年学生也产生偏激情绪。如今，我国应

该从国家和社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思维方式出发，在教科书中改变过去那种将革命粗鄙化、把传

统教条化的做法，才能使新的历史书包括军事历史书真正为新一代人所喜闻乐见。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文艺作品中，人们常歌颂毛泽东“用兵真如神”，以此形成的套路又

是把他从井冈山斗争直至以后的历次战争都写成能预先算定战况演变，正确的指导方针只是毛泽

东头脑中固有的“妙算”向外延伸而已。此类表述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反了唯物主义的认识

论，会重新陷入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泥潭。 
  毛泽东本人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曾说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中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

来”。毛泽东在军事斗争中的正确思想，同样也经过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然后再到实践中

去检证的过程，才能形成和升华。1964年毛泽东在接见周培源、于光远时便深有感慨地说过这样
一段话：“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带起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

井冈山先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我们总结经验，产生了打游击的十六字

诀。”（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 26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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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争历史上，一向正确的“常胜将军”事实上不存在。毛泽东本人并不把自己当作神。他

在 1956年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
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

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

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引自《党的文献》1991年第 3期第 7页） 
  在八大预备会上的这段讲话中，毛泽东以坦荡的胸怀正视自己在军事指挥中的失误，反映了

一个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算起，至今

已有 30 多年过去。通过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对毛泽东的思想和个人经历的认识已经有了极大的
提高。近些年来出现一些继续用“文化大革命”时期造神式笔法来描写毛泽东的作品，反映的恰

恰是理论上的贫乏和倒退，对历史事实也是一种重新歪曲。 
  毛泽东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其辉煌业绩正是他深入群众和深入实践的结果。反之，毛泽

东在晚年出现一些失误，其基本原因也在于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喜欢听神话或奉迎之言，正如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所说，“毛泽东同志晚年听不得不同意见”（《历史的回顾》

第 840页，解放军出版社 1987年版）。了解不到真实情况，决心就不可能正确，最后便会陷入自
己过去所深恶痛绝的主观主义。在今后的军事历史研究中，也必须强调“实践第一”的观念，反

对再搞个人崇拜的写作方式，才能为人们提供正确的历史借鉴。 
  深入进行军事历史研究需要克服缺乏定量分析和作风不严谨的弊病 
  军事历史的研究要有新进展，避免陈陈相因、多年重复，就必须注意引进新的科学方法。在

现代条件下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改进，其重要一点体现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战争是政治、军

事、经济等综合因素的较量，研究和评估一场战争的战果和成效，又需要搜集引用众多有科学依

据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我国过去的一些军事历史研究总停留在基本定性概念上，如总是笼统地

说斗争艰苦，却缺乏精确的定量分析，这就不能很好地教育新一代人。 
  战争胜负的程度最终是由交战者实力对抗所决定，实力又需要通过基本数据显示。例如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时进行定量分析就可看到，全面抗战开始时中国年产钢不过 4万吨，日本产钢
580万吨，而美国战时年最高钢产量超过 8000万吨。看到这一工业时代的最重要指标并进行定量
分析，就能说明中国在抗战中显示了英勇奋斗精神，国力衰弱的情况却无根本改变。中国在二战

中虽是战胜国，却未受到其他盟友平等对待，其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再如表述抗战史时，要说明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作战条件的差异，往往

也要通过定量分析才能显示出来。例如最近一些兵工研究资料已考证出，国民党对日作战期间共

消耗子弹 17亿发，总计毙伤日军 85万人，平均 2000发子弹杀伤一敌。共产党在抗战中只消耗
子弹不足 4000万发，毙伤日军 52万和伪军约 50万，平均 40发子弹杀伤一敌。以这样的定量分
析材料证明解放区战场作战艰苦卓绝，才更具有科学性。 
  目前在宣传抗战成果时，有的人对材料数据的引用又存在很不严谨，甚至出现偷换概念的方

式。例如有人把“死亡”与“伤亡”这两个不相同的概念相类比，将中国战场上日军伤亡 150万
人（一说 133万人）与其战争中总死亡 211万人相对比，得出所谓中国战场歼灭的日军占其战争
总损失 70%的极度夸张数字。其实正确的对比法，应是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死亡数 45万人同日军
在战争中 211万人的总死亡数相除。这种不严肃的论证方式，看似是出宣传中国抗战成就的好意，
却只会引起了解真相的人的轻视，从长远看反而会削弱宣传效果。 
  我国在揭露日军暴行的材料中，多年来也存在一些不严谨做法，出版物中常存在年代、解说

误差。例如在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选用中，常出现日军穿制式夏装的图像，明显不符合 1937 年 12
月的气候条件，这实际上是将其他地区的暴行照片错用。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否定南京大屠杀时，

就曾抓住中方图集这些不严谨处称其系“伪证”。出现这类缺陷，除了我国一些编辑人员的学术

水平低之外，社会上急功近利的浮躁作风影响也是重要原因。 
  我国军事历史学科的下一步发展，需要注重科学理性和避免偏激情绪。军史宣传领域中力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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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的悲情意识和夸大成绩、掩饰弱点的片面描写，才能树立科学的思维观念。为此，我们在军

事历史研究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论，并根据现代科学的要求进行创新，才能撰写出符合

新时代要求的新的教科书，并为建设和谐社会和在新形势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做出应有的贡献。 


